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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賀衛方、陳忠林等關於司法改革方向的爭論

⊙ 喻 中

 

直面現實的思想角逐不一定要借助於高深莫測、望之儼然的學術話語，大眾報刊上的思想評

論由於毋須穿靴戴帽，不必過多顧忌起承轉合的格式與套路，往往能夠一針見血，甚至一劍

封喉。2008年7月，北京的《經濟觀察報》上連續刊出的有關司法改革的多篇爭論文章，就是

一個值得注意的思想事件，它既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同時也為本文的深度切入提供了一個難

得的契機。

這次爭論的始作俑者是（或照例是）剛剛從北京大學調往浙江大學的賀衛方教授。他以〈不

走回頭路〉作為核心觀點，表達了他對當前司法改革方向的憂慮。他說：「司法不獨立，永

遠屈從於某些地方政府官員的權力，還有甚麼公正可言？」他認為，「現在的局勢是，一些

人要否定過去十多年的司法改革的最基本的思路。他們認為，不能走專業化道路，要走大眾

化道路。」在賀衛方看來，中國的司法獨立好不容易才開始起步，卻又有走回頭路的趨勢；

國家一方面追求司法的專業化，另一方面又強調司法的民主性，強調「大眾司法」，兩個目

標相互矛盾，相互衝突，從而使司法獨立大打折扣。1

對於這種強調司法獨立、司法專業化的觀點，剛剛從西南政法大學調往重慶大學的陳忠林教

授提出了商榷性意見，他說：「關於中國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我的一貫主張是：（1）觀念

上，對法律人的業務教育必須與良心教育相結合，良心教育優於業務教育，以良心教育來促

進業務；（2）制度上，司法體制的職業化必須與民主化相結合，民主化必須優於職業化，必

須以民主化來促進職業化。為甚麼司法體制的職業化必須與民主化相結合？我只想說一個簡

單的事實：中國古代幾千年，西方近代近200年，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的法治發展史無一不在

證明：一切沒有人民參與的司法，最終必然是走到人民對立面的司法」2陳忠林認為，法律不

能背離一個社會普遍認同的常識、常理、常情。顯然，這是一種強調司法民主化的改革思

路。

以上兩種對立的觀點發表出來之後，引發了進一步的討論。北京大學的張千帆教授認為，

「司法大眾化是一個偽命題」。真正的大眾化從來就不存在，原因在於，真正屬於大眾的觀

點，並不能影響或左右司法判決，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大眾化」，實際上是權力者打著「人

民」的旗號，來表達自己的意志。張千帆認為，司法改革要改的對象，是打了引號的「大眾

化」，以防止司法遭到權力的干預。因此，司法改革的問題不在於「大眾化」與「精英化」

之爭，而在於司法公正與權力干預之間的較量。無論是精英化還是大眾化，都有助於實現對

於權力的制約。儘管司法精英化與司法大眾化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對手，那就是權力干預，似

乎可以聯起手來，但張千帆還是認為，大眾化不是司法的目標，「民意應該在幾乎所有的地

方發揮作用，唯獨法院是一個錯誤的地方」。3顯然，張千帆也反對司法民主化或大眾化的改

革方向。



除此之外，西南政法大學的高一飛教授則在「天益網」上撰文提出了另外的看法。他認為，

「現行司法制度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司法不受制約。在任何法治國家，法官確實需要獨立、中

立，冷靜、理性，但這都是在首先解決了司法制約問題的前提下實施的。因為沒有制約的司

法獨立，只會讓獨立成為腐敗和徇私枉法的藉口，在這種情況下，獨立意味著拒絕監督；中

立意味著拖延、推諉。」4由此可見，高一飛的核心主張是強化對於司法的監督與約束。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賀衛方、陳忠林、張千帆、高一飛，以及其他一些法學教授，先後

都對司法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們各執一詞，究竟誰對呢？究竟是誰說到點子上

了？誰為中國司法的改革方向提供了更有價值的意見？由於他們的觀點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基本上能夠反映當前的中國法學界關於這個問題的認知，因而值得逐一剖析。5

先說賀衛方。賀衛方的觀點有一個最大的特點：以英美法系的司法模式作為「語法」，以中

國的司法實踐作為「句子」，十多年來，一以貫之。在賀衛方的眼裏，英美司法之「語法」

有兩個核心的要素：一是獨立，二是專業化。6兩者相互支持，甚至互為因果：沒有專業化，

獨立無從談起；沒有獨立性，專業化也無從發展。因此，英美司法的「好」，就好在獨立性

與專業化。用這樣的語法標準來衡量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司法，就會發現：中國司法這個

「句子」，幾乎完全不符合「語法」：既不具有獨立性，也不具有專業性。在賀衛方關於司

法改革的眾多論述中，中國司法的「不獨立」、「非專業」，一直都是批評的靶子。我個人

認為，賀衛方所有的批評文字，都可以成立，但必須有一個未曾挑明的前提，那就是他對於

司法之「語法與句子」的設定。以英美司法的獨立性、專業化作為「語法」，中國司法這個

「句子」當然就是不符合「語法」的胡言亂語了；要把這個「句子」改通順，除了嚴格遵照

英美的「語法」，還有其他法子可想麼？傻子都知道，沒有！

但是，如果暫且跳出賀衛方設定的「語法」，如果換成其他的「語法」，情況就不一定了。

譬如，如果按照孔子關於「司法應當如何」的語法規則，那就是「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7換言之，就是要消除訴訟。孔子甚麼時候學過法律？從來沒有；孔子有法律專業

知識嗎？也沒有，但孔子擔任的主要公職，就是法官──魯國的大司寇。按照孔子關於司法

的「語法」，「司法獨立」云乎哉？「司法專業化」云乎哉？完全不可理喻。

也許有人會提出批評：孔子的時代，早已隨風而去；孔子的「語法」，根本就沒有資格規範

當代中國的「句子」。這樣的批評很中肯，可以說是破殼而入，直接觸及到了問題的內核。

然而，問題在於：如果孔子的「語法」沒有資格，誰的「語法」有資格呢？耶穌的「語法」

有資格嗎？穆罕默德的「語法」呢？佛陀的「語法」呢？如果這些「聖人」的「語法」都沒

有資格，為甚麼偏偏是柯克的「語法」就應當作為當代中國的「句子」必須遵循的對象？8是

柯克所置身於其中的十六、十七世紀英國的「法的精神」與當代中國的「法的精神」具有更

多的相似性，9因而當代中國的司法就應當成為柯克「語法」調整的「句子」？抑或是因為柯

克的「語法」在整體上絕對地高於或優於孔子、耶穌、穆罕默德、佛陀以及其他所有人的

「語法」？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有誰就這個問題做出過令人信服的論證嗎？如果還沒

有人做出這樣的論證，那我們就有理由追問：為甚麼一定要把柯克所代表的英美國家關於司

法的「語法」，作為評判當代中國司法實踐的唯一準則呢？甚至還可以追問：絕對地、不加

反省地把柯克「語法」中的獨立性、專業化作為中國司法改革的唯一目標，為甚麼就一定是

正道？為甚麼就不可能也是歧途呢？

「不走回頭路！」雖然帶著一股風風火火、一往無前、甚至是破釜沉舟的豪邁氣概、孤往精



神，但是，面對一項複雜的改革事業，也確有必要時常反省預設的那個目標：是否具有正當

性？是否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就任何個體的行為來說，你可以「不走回頭路」，你上九天攬

月，你下五洋捉鱉，把目標定在哪裏都行，任何人都沒有置喙的餘地；但對於一個大國的司

法改革而言，就有走一步看一步的必要，就得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謹慎──這一點，

不恰恰體現了英美司法背後的經驗主義思維模式嗎？而事先計劃預計一個目標，且一直不回

頭地往前走，則正好落入了理性建構主義的窠臼──在英美國家的一些大思想家看來，這不

僅是一條通向烏托邦之路，甚至還可能異化成為一條「通往奴役之路」。

本文不贊同賀衛方的思路，是否就意味著應當附和陳忠林的觀點呢？

如前所述，陳忠林關於司法改革的基本看法是：良心教育優於職業教育，司法民主化優於司

法職業化。我的疑問是：如果司法改革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制度上，那麼，如何從制度上實現

良心教育對於業務教育的優先性？莫非全國數百家法律院校，都得把「良心總論」和各門具

體的「良心分論」作為法學教育的核心課程？抑或是在法官系統的業務培訓中，將主要的培

訓內容改革成為「良心論」與「道德學」？這不就是王陽明「致良知」的現代版嗎？按照這

種教育模式培養出來的「良知型法官」，也許能夠處理，甚至是很好地處理離婚、遺棄、誹

謗、輕傷害之類的法律案件，但是，在面對牽涉多國法律、多國主體的海商案件的時候，法

官們很可能就傻眼了，總不可能要求各國商人都來遵循法官認定的「道德律令」吧。

再說，在當前這個貶黜神聖、一切都在「脫魅」的物化時代，「良心教育」能否立竿見影？

如果「急用先學」行不通，是否需要「從娃娃抓起」？莫非要從幼稚園裏挑選一批未來法官

的苗子，從小施以良心課程的嚴格訓練，使他們在三十年後成為良心上完全靠得住的法官？

對於這樣的安排，我相信任何人看了都會搖頭，根本就不具有可操作性。

如果陳忠林的「良心教育優於業務教育」不是這個意思，那又是甚麼意思呢？又該如何體

現、保障良心教育相對於業務教育的優先性呢？

陳忠林的第二個觀點是，司法的職業化必須與民主化相結合，且民主化優於職業化。我的疑

問是：怎麼結合？民主化如何優先？大概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陳忠林寫道：「我只想說一

個簡單的事實：中國古代幾千年，西方近代近200年，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的法治發展史無一

不在證明：一切沒有人民參與的司法，最終必然是走到人民對立面的司法」──這個簡單的

事實可不簡單。首先，甚麼叫「人民參與的司法」？甚麼又叫「人民對立面的司法」？「文

革」時期不時出現的「貧下中農法庭」10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參與的司法」吧？這樣

的司法該如何評價？到底是在人民這一面呢，還是在人民的對立面？兩種司法走向分野的評

判標準是甚麼？不清楚。

其次，「中國古代幾千年的法治發展史」到底是一部司法民主化的歷史還是一部司法職業化

的歷史？到底是一部「人民參與」的司法史還是一部「人民對立面」的司法史？如果起我們

的祖先於地下，向他們發出這樣的追問，一定會讓他們驚愕不已。因為現代意義上的內涵豐

富的民主概念、人民概念，在中國古代幾千年的歷史上，可以說是聞所未聞，根本無法理解

──他們只要求青天大老爺為自己做主，能夠昭雪伸冤就行了。「西方近現代200年」的「法

治發展史」似乎也無從證明「人民參與的司法」與「人民對立面的司法」兩者之間的關係。

西方一些國家採用的陪審制度，似乎體現了人民的參與，但它到底是人民的司法還是人民對

立面的司法？這裏，不妨看看俄國現實主義作家托爾斯泰在《復活》一書中關於審判喀秋莎

·瑪絲洛娃一案的陪審員評議時的情景：



聶赫留朵夫根據法庭審訊情況和他對瑪絲洛娃的了解，深信她在盜竊錢財和毒死人命兩

方面都沒有罪。起初他相信大家會這樣裁定，但後來看到，那商人由於貪戀瑪絲洛娃的

美色，並且對這一層直認不諱，並且替她辯護得十分拙劣。由於同時首席陪審員據此對

他進行攻擊，主要是因為大家都累了，因此都傾向於判瑪絲洛娃有罪，聶赫留朵夫很想

起來反駁，但他怕替瑪絲洛娃說話，大家就會立刻發現他同她的特殊關係。但他又覺得

這事不能就此罷休，應該起來反駁。他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剛要開口，不料到這時一

直保持沉默的彼得‧蓋拉西莫維奇顯然被首席陪審員那種唯我獨尊的口吻所激怒，突然

對他進行反駁，正好說出了聶赫留朵夫想說的話。……拉伯雷寫過一個法學家，他在辦

案時引證各種法律條款，唸了二十頁莫名其妙的拉丁文法典，最後卻建議法官擲骰子，

看是單數還是雙數。是雙數，就是原告有理；是單數，就是被告有理。今天的情況也是

這樣。11

良心受折磨的聶赫留朵夫、貪戀被告美色的商人、被首席陪審員的傲慢所激怒的蓋拉西莫維

奇、喜歡借題發揮的上校、因為疲勞想趕快脫身的其他陪審員……這就是托翁給我們描述的

一個比較典型的「人民參與的司法」畫面。這樣的陪審制度體現了「人民的司法」還是「人

民對立面的司法」？至於「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的法治發展史」，也很難證明「一切沒有人

民參與的司法，最終必然是走到人民對立面的司法」，因為，三十年的法治發展史涉及的人

與事多如恆河沙數，堪稱一個龐雜的包羅萬象的巨大倉庫。以這樣一個龐雜的「倉庫」來證

明上述那個非此即彼的命題，殆矣。

再看張千帆的論述。按他的說法，「司法大眾化是一個偽命題」，因為當代中國司法問題的

癥結，根本就不在於大眾化與精英化的糾纏，而在於權力干預妨礙了司法公正，「在絕大多

數情況下，再激烈的民意表達也遠不如上級乃至同級某個權力部門一個電話管用。」因此，

無論是真正的大眾化還是真正的精英化，都有助於消除權力干預，都是值得歡迎的。這樣的

觀點，顯然超越了賀衛方與陳忠林之間的爭論，好像是置身於一個更高的位置上在俯瞰當下

的司法改革。

妨礙司法公正的癥結主要是來自司法之外（或之上）的權力干預，只要消除了權力干預，司

法公正就可以指日可待。這樣的方案看起來很清楚，也很簡易，因果關係找到了，起點和終

點都明確了。下一個步驟，就該照圖施工了。但是，路線圖呢？怎樣像割腫瘤一樣割掉那些

令人討厭的權力干預呢？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應當看到，當代中國的司法機關與其他任何國家的司法機關一樣，絕不是真空中的存在，更

不是無牽無掛的雲遊者。相反，當代中國的司法機關就生長在、並始終鑲嵌在當代中國的權

力體系中。或者說，司法機關就是國家政權系統中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甚麼叫「有

機」？就是指司法機關與其他政權機關總是血肉相連，根本不可能用一把痛快的大刀把它從

政權體系中徹底地割裂開來──如果真有這樣的勇士果斷地揮刀斬斷了司法機關與政權體系

的聯繫，那就只能得到政權體系的一支胳臂──司法機關死去之後的屍首。

作用總是相互的。司法機關的審判活動，不可避免地會干預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的權力或

者權利。那麼反過來，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也會想方設法去干預司法機關。辯護律師的一

切努力，不就是想誘導法官朝著自己設定的方向走嗎？這就意味著，在相當程度上，律師對

法官的影響也是一種權力干預──這種權力以智慧、甚至是以人格作為後盾，可以視為道義

性質的權力。當事人向法官行賄，同樣是想誘導法官朝著自己希望的方向走，這也是一種權

力干預──這種權力以經濟利益作為後盾，可以視為契約性質的權力。在這兩種權力干預之



外，才是張千帆所謂的權力干預──上級領導或其他實權機構的權力干預，這種權力以威脅

作為後盾（如果不聽我的，就把你的職務撤了），可以視為暴力性質的權力──這實際上是

權力的初級形態。這三種情況表明，對於司法機關的干預或權力干預無處不在，要想把這些

權力干預完全鏟除，讓司法機關「純潔得猶如藍天，猶如處女」，12除了移居烏托邦、君子

國，實在想不出別的辦法。

一句「消除權力干預」，可謂解決司法問題的六字真言。遺憾的是，無論以多麼虔誠的心靈

來唸誦，無論唸誦多少遍，它不可能對當代中國的司法狀況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張千帆還說：「在大眾化和精英化爭得彼此不可開交的時候，權力正在背後偷著樂，因為無

論是精英化還是大眾化，主張者的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制約權力的濫用，而他們之間的爭論

恰好遺漏了他們共同面臨的強大對手，油然產生了一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景象。」

這樣的景象表明，大眾化有助於消除權力干預這個「司法改革面臨的最大障礙」。從這個角

度上說，張千帆看來打算支持真正的司法大眾化。但就在同一篇文章的後半部分，他的說法

又變了：「我們不能將司法改革的希望寄託於法院大眾化」，「一言以蔽之，民意應該在幾

乎所有的地方發揮作用，唯獨法院是一個錯誤的地方。如果我們的學者真的在乎民意和民

主，就應該呼籲人大的大眾化而非司法大眾化。中國司法要成其為司法，就不可能大眾

化。」──言下之意是，司法大眾化，哪怕是真正的大眾化，對於當代中國的司法改革來

說，也是十分危險的。

把張文的前後文加以對比，真是讓人糊塗。（1）他的文章的標題稱：司法大眾化是一個偽命

題，換言之，根本就不存在這樣一個問題。（2）他的文章的前半部分又說：真正的司法大眾

化有助於克服權力干預這個最大的障礙，司法大眾化如果與司法精英化聯手，司法改革面臨

的最大障礙，就可能得到消除。這就是說，司法大眾化（真正的大眾化）是值得期待的，是

有價值的。但是（3），在他的文章的後半部分，他又說──而且是 「一言以蔽之」（就是

沒有商量的餘地了）──如果選擇了司法大眾化，那麼，司法將不成其為司法了。嗚呼！這

三種相互衝突的主張，真讓人懷疑，「張千帆」根本就不是一個作者的名字，而是三個作者

的共用筆名──而且是三個作者各寫一段，沒人統稿，其中的相互衝突、彼此矜持，莫非是

有意反映文章內部之「必要的張力」？

最後再說高一飛。高一飛的文章並沒有直接針對賀陳之爭，甚至沒有發在平面媒體上。但也

是一種值得評析的意見。他認為：「雖然司法改革取得較大的成績，但司法改革在方向上的

失誤還是很明顯的，表現在重體制改革而輕程序改革、重法官業務素質而輕道德素質、重司

法獨立而輕司法制約，正因為如此，中國司法的水平和效率雖然提高了，但司法公正這一最

重要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由於司法業務範圍的擴大，人民群眾的感受反而是司法腐敗越來

越嚴重。」高一飛揭示出來的問題就已經蘊含著解決問題的出路：重程序改革，重道德素

質，重司法制約。關於程序改革，本文暫不評析。關於法官的道德素質，高一飛的意見是：

由民眾和律師在那些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士中提名法官人選，再由人大表決通過，以之體現法

官產生過程的民主性。在高一飛看來，只有這樣才能選出道德上合格的司法人員。

由民眾和律師在有任職資格的人士中提名法官（並由人大表決通過），就能保證法官的道德

素質？依據是甚麼？是因為有民眾和同行的監督？

在當代中國的人事任免過程中，哪怕是提名任命一個處長或科長，都有例行的「任前公

示」，如果被公示者的道德素養不夠，任何人都可以在公示期間提出質疑。這不就是接受民



眾和同行的監督嗎？然而，即使經歷了這樣的任前公示程序，那些最終獲得任免者是否都屬

於道德素養較高之士？對於這樣的問題，很難做出有理有據的肯定回答。此外，更值得警惕

的是，道德素養較高的人就一定能夠得到民眾和同行的支持？這種情況當然也有，但相反的

情況也屢見不鮮。想想看，品格高尚的蘇格拉底是怎麼死的？《紅樓夢》中妙玉吟唱的「太

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是甚麼意思？甚麼又叫「劣幣驅逐良幣」？我不是說道德高尚者就

一定不能出線，但我相信，更準確的說法應當是：如果真要讓民眾或同行來推薦，無論是民

眾還是同行，恐怕都更願意推出對自己有利的、能夠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選。

儘管主張民主推選法官，但在高一飛看來，「現行司法制度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司法不受制

約。在任何法治國家，法官確實需要獨立、中立，冷靜、理性，但這都是在首先解決了司法

制約問題的前提下實施的。因為沒有制約的司法獨立，只會讓獨立成為腐敗和徇私枉法的藉

口，在這種情況下，獨立意味著拒絕監督；中立意味著拖延、推諉。」

怎麼制約司法呢？高一飛說：「社區民眾和法律執業人士（律師）對法官和法院進行評議，

這是西方國家保障司法受制，實現司法監督的重要方式，如美國就是通過中立的民間機構

『司法執行委員會』和『司法紀律委員會』進行監督和評估的，這兩個機構就是由普通民

眾、律師組成的。」因而，我們也應當建立起民眾和律師組成的機構，讓他們主動去評議法

官──這就算實現了對於司法的制約。哦，原來制約司法的良策，依然是民眾和律師的監

督，依然是求助於司法的民主化──司法官員的民主產生，司法過程的民主監督。

比較以上四人的觀點與思路，我們可以發現，賀衛方希望中國的司法成為獨立的、專業化的

司法，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法官除了法律，沒有別的上級。顯然，他所期待的司法是英

美傳統中的司法（但又不考慮判例的因素）。陳忠林希望中國的司法尊重常識、常理、常

情，強調良心教育、司法民主化的優先性。可見，他所期待的法官是王陽明式的人物。張千

帆支持真正的司法大眾化，但又反對司法大眾化，還說司法大眾化是個偽命題，看來，他對

司法大眾化持有一種極其矛盾的心態，或者說，他對當代中國的司法還沒有形成一個明確

的、定型的期待。高一飛主張中國法官應當像他們的美國同行那樣，受制於社區民眾和律師

──由他們提名，受他們評議。看來，美國法官構成了高一飛心裏的藍本。以上諸種論說，

大致代表了中國法學界在2008年夏天關於中國司法改革的基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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